
大陸學界近年展開了一場「人文

精神」大討論，仁智互見，對於不甚

活躍的當代中國學術研究，起到了積

極的促進作用；也為市場經濟時代的

文化繁榮、思想發展，注入了新鮮的

血液和蓬勃的活力。但是無可諱言，

參與這場討論的論者大多孤立地講

「人文精神」，而看不到、甚至人為地

割裂了「科學」與「人文」在人類精神發

展過程中的內在關聯，這是需要認真

總結並加以辨析的。如王一川說1：

我們所謂「人文精神」，正是從各門

「人文學科」中抽取出來的「人文領域」

的共同問題和核心方面——對人生意

義的追求。

他還明確地指出：

由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

理學、生物學、生理學等自然科學共

同分享的「科學精神」，竭力排除人文

因素的參與，追求純粹的客觀性、確

定性、嚴密性和精確性。而「人文精

神」則恰好要把為這種「科學精神」所

排斥的人生意義搶救出來。

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中一般是有

「人文」而無「學科」的。「人文學科」

在中國出現亦不過是近百年來的事，

是伴隨©「西學東漸」，以自然學科為

其基礎，它的形成大致與各社會學科

同步。因此，在世紀末的今天討論

「人文」話語，就應該扣緊人文主義與

近現代的科學，及其對中國社會、民

族精神已經形成和正在產生深刻的影

響及作用。我們很難理解把「人文精

神」的意義僅僅限定在「從各門『人文

學科』中抽取出來的『人文領域』」中，

而又危言聳聽地要把「人生意義」從

「科學精神」的「客觀性、確定性、嚴

密性和精確性」中「搶救」出來。

正是由於這種對「人文精神」的認

識分歧，往往使我們無法正確地從普

遍性與個別性的聯繫上去探索「人文

精神」的實踐意義。朱學勤認為2：

一個技術型知識份子，可以只完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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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批評與回應 學責任，不承當對社會的關注。但是

人文學者之所以稱為人文學者，就在

於後面這一點社會關注。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自以為是的命

題。當代任何一位科學工作者（當然

包括所謂「技術型知識份子」），都不

「可以只完成科學責任」而「不承當對

社會的關注」。況且，「生態失衡」、

「能源危機」、「環境污染」等等「對社

會的關注」，早已是全球科技工作者

的共識。是誰賦予「技術型知識份子」

例外而特殊的權力？朱學勤接下來的

質問顯得更滑稽，他說3：

你處理你的人文研究課題時，可以取

技術主義態度，價值中立。但卻不能

將這一點擴散開來，遮蔽對社會的關

注。否則，你與技術型知識份子有何

差異？只不過是個以人文對象為研究

職業的技術型知識份子而已。

顯然，這`潛含©一種人文學者與

「技術型知識份子」的價值對立，而他

借孟子的話把這種「對立」推向了

「人」、「獸」之「異」。孟子說：「人異

於禽獸，幾希？」朱學勤認為「這個

『幾希』，即『人文精神』之所在」。在

他看來，「我們現在可以說：『人文主

義學者異於技術主義學者，幾希？』

這個『幾希』，即人文主義者最難堅

持，但也必須堅持的最後那麼一點東

西。」然而，「終極關懷」、「道德價

值」與人文理性，是不是「人文學者」

的「專利」？針對這個問題，有沒有必

要從知識份子中單獨剔出一類所謂

「技術型知識份子」來作陪襯或靶子？

這種似是而非的觀念，完全忽略了在

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正是以

科學為基石的「技術」與「技術型知識

份子」的價值實現及社會活動，創造

了近現代的市場與生產力，並由此醞

釀、萌發出新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

係，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向全世界擴

張。於是，才有了以伽馬、哥倫布、

麥哲倫為代表的一連串地理大發現；

才有了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和德國

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科學的進步

與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反對

宗教蒙昧主義的思想啟蒙運動歷史地

結合起來。當時西方的資產階級哲學

家、科學家針對傳統經院哲學的信仰

主義、蒙昧主義，強調人的經驗、理

性，推崇知性和人的主體權威，宣傳

大自然和先進的宇宙觀，讚美科學，

衝擊、改造了整個時代的知識結構、

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從而又為科學

的進一步發展和整個社會的歷史變

革，開闢了邁向現代化的道路。

顯然，我們應該充分地認識科學

在整個西方社會及其文化精神變革中

的重大作用；同時，我們今天討論中

國的「人文精神」，也不能完全無視這

種歷史「語境」。在中國，先有以利瑪

竇、湯若望、南懷仁及洪若瀚（所謂

法國「皇家數學家」）和馬禮遜等傳教

士為代表的「西學東漸」，把西方近代

科學帶到了中國；十九世紀中葉以後

又由堅船利炮給我們造成的民族屈

辱，孕育、激發了戊戌變法、辛亥革

命以至劃時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

國「人」才開始了真正「現代」的歷史過

程。就像當年哥白尼「天文革命」對西

方神學世界的顛覆性衝擊一樣，上個

世紀末以赫胥黎《天演論》、達爾文生

物進化論為代表的近代科學思想，猛

烈、深刻地影響了五四前後的中國社

會。對此，胡適曾作過明確的回憶：

「《天演論》出版不上幾年，便風行到

全國，⋯⋯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燃

對於「人」的現代性的

科學理性定位，應該

是我們討論「人」、

「人文」及其「精神」的

邏輯起點。那種徹底

脫離自然科學的「客

觀性」、憑空「搶救」

所謂「人生意義」的想

法，並不符合人類思

想發展的客觀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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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許多少年的心和血。」作為新文

化重要陣地的《新潮》雜誌，在創刊伊

始就以卷首位置發表文章指出：「人

對於自身透徹的覺悟，總當說自達爾

文發刊他的《物種由來》和《人所以出》

兩部書起。⋯⋯這三種科學——生物

學、社會學、心理學——都是發明之

所以為人的生物學家主張的總是『進

化論』。」反映到文學方面，便產生了

五四時期著名的「人的文學」的口號，

周作人也有過準確的闡述：「我們所

說的人不是世間所謂『天地之性最

貴』，或『圓顱方趾』的人。乃是說，

『從動物進化的人類』。其中有兩個要

點，（一）『從動物』進化的，（二）從

動物『進化』的。」這種對於「人」的現

代性的科學理性定位，應該是我們討

論「人」、「人文」及其「精神」的邏輯

起點。那種徹底脫離自然科學的「客

觀性」、憑空「搶救」所謂「人生意義」

的想法，並不符合人類思想發展的客

觀實際，因而也失去了其真正的現代

性與有效性，更不能與五四先驅們奠

基開創的現代文化系統「對話」以至融

會貫通。當然，這`強調「人」的科學

性並不是©重於他的「動物」性，而是

強調其進化的本質。這種基本的現代

科學認識，卻往往被我們的「人文精

神」尋求者忽略或者遺忘，甚至在思

維邏輯上恰恰相反，不是求發展、求

進步，而是回歸傳統。他們為改變某

些現實狀況，寄托於上古時代的「潔」

的精神，推崇荊軻式「一諾千金、以

命承諾、捨身取義、義不容辭」的「血

勇」氣概，讚美這是「40個世紀以前

播下的高貴的種子」，並且要「等待

這種高潔美的勃發」4。許紀霖明確

地講5：

我們可以將人文精神理解為一種新的

「道」，這種「道」不再期望以意識形態

的方式將學術和政治「統」起來，它只

是在形而上的層次上為整個社會的文

化整合提供意義系統和溝通規則。⋯⋯

人文精神為政統世界提供終極性的合

法性資源，而後者又以制度化、體制

化的形式保證人文理想在現實生活中

有條件的實現。人文精神同樣促使學

者在學術工作中不致墮入純粹的技術

主義，在知識關懷的同時依然保持人

文關懷，而學術工作又為人文精神的

重建提供充足的知識資源。

這`，以人文學者自重的精神優越

感，不僅劃清了與「技術主義」的界

限，更重要的是在張揚所謂「人文精

神」的同時，也實際宣揚了一種「人

文」與「技術」二元對立的價值觀。由

於這種「道統」化的「人文精神」能夠

「為整個社會的文化整合提供意義系

統和溝通規則」，所以特別容易得到

人們的青睞與認同，也因而更便於把

其對立面——「技術主義」推向非「人

文」甚或是反「人文」的境地，使其承

受不必要的貶抑和批判。

實際上，在今天「純粹的技術主

義」的「學術工作」，也不可能和社會

系統、價值範疇徹底絕緣。甚至，純

粹的科技知識份子也同樣具備普泛意

義上的人文理性和「終極關懷」。陶東

風曾客觀地描述了當今中國社會的

「知識結構」變化形態6：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知識的兩大系

統——人文知識與科技知識，以及知

識主體（知識份子）的兩大群體——人

文知識份子與科技知識份子的結構關

係的變化；亦即人文知識及人文知識

份子的邊緣化以及科技知識及科技知

識份子的中心化。

以人文學者自重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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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批評與回應 這種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但接下來他

說：「人文知識以及人文知識精英的

中心地位是以其御用化為代價而取得

的，它們與政治權力中心的過於緊密

的關係導致了其自身獨立品格、自主

精神及自身話語規則的喪失。」顯

然，這是一種典型的「外因」論觀點。

人文知識及其精英的中心地位失落和

自身話語失範，確實與政治文化霸權

和經濟實用主義有關，但更本質的問

題還在於這種人文知識及其精英的系

統本身。我一直懷疑我們的「人文知

識」到底具有多少符合科學規律的人

文理性？而且，能否把科技知識與人

文知識放在同一層面來考察其作用和

價值？所以，陶文中所謂「人文知識

及人文知識份子的作用與存在價值是

有限的，但又是不可替代的，科技知

識、科技精英的作用和存在價值同樣

如此」。我認為恰恰相反，科技知識

及其精英的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科學

技術的發展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不同

時代的人文價值觀，其基礎是對人、

人性的本質認識；而任何時候的人文

知識都無法取代科學技術的獨立品格

和價值、意義。陶文認為「只有保持

這兩者在知識體系內部和精英結構內

部的動態平衡，防止單方的惡性膨

脹，才能使知識的推進保持最優狀

態」。我們的理解是：由於政治話語

霸權的歷史作用而導致人文知識的

「惡性膨脹」，這種現象可能存在過，

我們應記取其中教訓；但科技知識及

其精英，怎樣才算是「單方的惡性膨

脹」呢？這`不僅表現出思想方式上

的「人文—科技」二元對立；還隱隱透

露出一部分人文學科工作者在面對現

代科技發展的時代潮流時，自然而不

自覺的內心恐懼！他們不善於從現代

科技的歷史進步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思

「人文精神」大討論中

一再出現的對於「科

學」、「技術」的疏

遠、貶抑乃至抗拒，

是顯而易見而又不容

忽視的。應該提問的

是，背棄乃至拒斥

科學技術，能不能

產生真正的「人文精

神」？！

想營養，也很少主動學習科技知識，

以改善、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所

以，從學術觀到潛意識，他們都往往

存在©一種與現代科技發展的情感

距離。

總之，在「人文精神」大討論中一

再出現的這種對於「科學」、「技術（主

義）」的疏遠、貶抑乃至抗拒，是顯而

易見而又不容忽視的。它適應了當今

知識—文化界的某種潛在情緒和接受

心境。歷史地看，它又是幾代人的知

識結構中缺乏科學素養所導致的精神

「孑遺」；本質上極其突出地直接影響

到今天我們的人文精神建設問題——

無視科學的重要性。應該提問的是，

背棄乃至拒斥科學、技術的時代發

展，能不能產生真正適應現代化需要

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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